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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１４ 年土耳其的首次总统直选将总统制改革正式提上了议程，
２０１７ 年修宪公投的成功使土耳其进入了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过渡时期，
２０１８ 年的总统选举则标志着土耳其议会制的终结和总统制的开启，可谓是

“百年未有之变局”。 土耳其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实现了国家政治体制的

转型，是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尝试，虽然“新土耳其”的前景仍具有不

确定性，但无论是否成功，这对于中东国家甚至全球转型国家都具有借鉴

意义。 本文无意于探讨议会制与总统制的制度优劣，而主要考察土耳其在

建国之初何以选择议会制和 ２０ 世纪后期出现总统制辩论的原因，埃尔多安

的总统制设想及其演变过程，土耳其实现从议会制到总统制转型的动因，
以及总统制为土耳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以期丰富学界对土耳其政

治发展道路和民主转型等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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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土耳其频繁登上国际媒体的头条，与其相关的重大

事件和突发事件层出不穷。 ２０１３ 年 ５～６ 月爆发的加齐公园事件一度引发土耳其内

政危机，同年 １２ 月内阁贪腐案导致埃尔多安（Ｒｅｃｅｐ Ｔａｙｙｉｐ Ｅｒｄｏɡ̆ａｎ）及执政党正义

与发展党（ＡＫＰ，以下简称“正发党”）出现形象危机；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土耳其击落俄罗

斯战机导致土俄关系跌至谷底；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爆发的未遂军事政变引发土耳其与西方

国家关系疏远；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的土耳其修宪公投引发世界舆论高度关注；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提前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标志着土耳其正式进入总统制时代，８ 月土美爆发贸易

争端引发全球市场对新兴经济体的担忧，１０ 月沙特记者卡舒吉事件更是深刻地搅动

了土耳其与美国、沙特等国的关系。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体现出土耳其在近年来中东

地区格局变动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更反映了土耳其内政对外交的显著影响。
上述纷繁复杂的热点事件多涉及一个土耳其内政的重大问题，即土耳其政治体

制转型或者说民主转型问题，这一问题引发了世界政、商、学和媒体等各界的广泛关

注和讨论。 现有的探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西方国家及土耳其国内反对政府者大多

认为，土耳其从议会制转向总统制是从“民主”走向“独裁”和“一人统治”；埃尔多安

和正发党及其支持者则认为，土耳其特色的总统制将会给土耳其带来稳定、发展与

繁荣。 作为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之一的土耳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是在走向民主巩

固，还是发生严重的民主衰退？① 中国学者主要围绕土耳其从一党制到多党制的改

革历程②、土耳其的半总统制③、土耳其的修宪过程及修宪目的④、土耳其的民主政治

改革与民主巩固问题⑤、土耳其正发党的政治改革理念⑥、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的历

史进程⑦、２０１８ 年土耳其总统大选及其结果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但对于土耳其政治

体制的核心问题，如土耳其议会制的形成、土耳其历史上关于总统制的辩论、土耳其

修宪公投的实质、土耳其总统制的困境与挑战以及土耳其政治体制变革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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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 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丰富学术界对土耳其政

治发展道路和民主转型等问题的深入理解。

一、 从帝国到共和国： 土耳其议会制的形成

从土耳其宪法改革史的视角探讨土耳其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有助于更加清晰

地理解土耳其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演变过程。 自奥斯曼帝国晚期以来，土耳其在近

１５０ 年的时间内共制定了 ４ 部宪法，分别为 １８７６ 年宪法、１９２４ 年宪法、１９６１ 年宪法

和 １９８２ 年宪法。①

１８７６ 年宪法是奥斯曼帝国“救亡图存”的产物。 在此之前，帝国的有识之士已经

从器物层面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但国防现代化始终无法成功，这使他们转而

开始从制度层面学习西方，引进西方宪法和制度，实行两院制议会制度。 当时的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Ａｂｄüｌｈａｍｉｄ ＩＩ）苏丹也同意颁布宪法，不过其根本目的是拯

救帝国，且不愿因此限制自己的权力，仍然将权力紧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宪法规定

内阁对苏丹负责，内阁成员由苏丹任命，而且苏丹有权随时解散议会等。 １８７６ 年宪

法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从独裁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只不过在这段“从专制到

革命”（１８７６～１９０９ 年）②的时期，帝国引进的西方理性精神与伊斯兰教传统之间存

在广泛且激烈的冲突，结果“泛伊斯兰主义”取代“奥斯曼主义”成为哈米德二世苏丹

的“救世良方”，议会则被苏丹搁置了近 ３０ 年，首次宪政实践也被普遍认为是奥斯曼

帝国晚期最为专政独裁的时期。 １９０８ 年青年土耳其人发动革命，终结了哈米德二世

的统治，并对 １８７６ 年宪法进行了系统修正，取消了苏丹任免内阁大臣的权力，内阁对

议会而不是对苏丹负责。 直到这一时期，西方意义上的代议制政府才真正形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选择与德国并肩而战，最终却陷入彻底战败、

领土被瓜分的危险境地。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奥斯曼帝国议会召开，在民族主义者的

努力下通过反对殖民主义的《国民公约》（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ｃｔ）③，引发了协约国的不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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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和现代西方文明的持久冲突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奥斯曼帝国军事现代化时

期，史学家称其为西化的开端（１７８９～１８７８ 年）；第二个阶段为力图用奥斯曼主义对抗西方冲击时期，史学家称

之为“从专制到革命”（１８７８～１９０９ 年）；第三个阶段为帝国解体，即所谓从帝制到共和的时期。 参见［美］戴维

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上海：学林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公约规定安纳托利亚（第一条）、色雷斯（第三条）、爱琴海（第一、第四和第五条）、伊拉克北部（第一、

第四和第五条）都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至于西色雷斯（第三条）和其他的阿拉伯领土（第三条）则交由民众进

行公投。 公约还明确反对外国控制土耳其的领土，要求土耳其完全独立。 关于《国民公约》的具体内容，参见昝

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２０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４５１－４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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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议会被解散，多数议员或被迫逃亡，或被捕入狱。 此时凯末尔（Ｍｕｓｔａｆａ Ｋｅｍａｌ
Ａｔａｔüｒｋ）已在安纳托利亚地区领导成立了安卡拉政府，奥斯曼帝国议会的解散促使

安卡拉政府决定于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建立属于自己的议会。 同年 ５ 月 ２０ 日，第一次

安卡拉议会召开，即大国民议会，随即成为领导土耳其民族独立斗争的坚定力量。
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大国民议会宣布取缔苏丹制。 １９２４ 年 ３ 月，议会宣布取缔哈里发制

度。 同年 ４ 月 ２０ 日，土耳其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正式颁布，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政府

对议会负责且无权解散议会，议长兼任政府总理，议员不得兼任政府和军队职务，总
统任命总理和统帅军队，最终确立了议会共和制的国家政治制度。①

１９２４ 年宪法规定，土耳其总统由大国民议会选出，但大国民议会议员的选择实

际上却受到凯末尔的显著影响，凯末尔对议员的提名起着决定性作用。 从 １９２３ 年到

１９３８ 年，凯末尔既是共和人民党主席，也是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

力，基本上可与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哈米德二世相提并论，甚至凯末尔要比哈米德二

世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自由。 这一是因为凯末尔是民族独立战争中崛起的国家英雄，
具有克里斯玛型领袖的魅力；二是因为试图挑战凯末尔的力量都付出了惨重的代

价，无人再敢冒此风险；三是因为共和人民党赋予了凯末尔无限的权力，使他成为唯

一也是最后的决策者。② 因此，对于国家决策者而言，大国民议会并不是一个讨论重

大议题的场所，而是彻底沦为一个批准政府协议的“橡皮图章”。
从 １９４５ 年到 １９６０ 年，土耳其实现了从一党制到多党制的成功转型，见证了民众

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实现了政治权力的和平转移。 然而，民主党执政后期向威权

化方向的快速发展，导致了 １９６０ 年“五·二七”军事政变的爆发。 一年后的 ５ 月 ２７
日，国家团结委员会授权宪法委员会制定的新宪法草案得到批准，并顺利通过公投，
是为 １９６１ 年宪法。 １９６１ 年宪法旨在解决引发政变的各种问题，包括滥用政府权力、
压制政治反对派和玷污共和国建国原则等。 １９６１ 年宪法扩大了 １９２４ 年宪法中关于

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规定，承认个人的隐私权、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权。 新宪法赋予

人民更多公民权利，赋予大学更大自主权，学生拥有组织社团的自由，工人也被赋予

罢工的权利。 在此环境中，工会会员和知识分子开始组建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政党。③

１９６１ 年宪法为制衡议会的权力又增设了参议院，规定提案必须经上议院和参议院同

时批准才可成为法律。④ 可以说，１９６１ 年宪法是土耳其历史上最为自由的一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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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ｄａｔ Ｌａｃｉｎｅｒ， “Ｆｒｏｍ Ｋｅｍａｌｉｓｍ ｔｏ Öｚ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２００１， ｐｐ． ９３－９４．
Ｅｒｉｋ Ｊ． Ｚｕｒｃｈｅｒ， Ｔｕｒｋｅｙ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２００４， ｐｐ． ２４６－２４７．
Ｏｚａｎ Ｏ． Ｖａｒｏｌ，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ｕｐ ｄ Ｅｔａｔ，”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５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２， ｐ． 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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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时却导致思潮混乱、政治动荡、权威缺失，致使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土耳其

左右翼争斗激烈、各种思潮并起和意识形态纷乱的时期。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 １２ 日，土耳其军队在凯南·埃夫伦（Ｋｅｎａｎ Ｅｖｒｅｎ）将军的领导下再

次发动军事政变，并在军方严格控制下于 １９８２ 年通过了新的宪法。 １９８２ 年宪法赋

予了军队更多权力，规定总统任期为七年，虽不得连任，但却强化了总统的权力。 在

行政权力上，总统可任命政府总理，必要时主持内阁会议、召集和主持国家安全委员

会会议、宣布戒严或紧急状态并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等。 在立法权力上，总统

可否决由议会通过的法律，必要时将修改宪法的法律提交公民复决，并以全部或部

分违宪等理由向宪法法院提出撤诉等。 在司法权力上，总统可任命宪法法庭法官、
最高上诉法院法官、最高军事上诉法庭法官、最高军事行政法庭法官及最高法官和

检察官委员会成员等。①

从土耳其的宪法发展历程来看，土耳其从帝制时代名义上的议会制到共和国时

期真正的议会制，这一转变是历史的选择。 不过，议会制在共和国初期并未发挥足

够的制衡作用，沦为“橡皮图章”，此后随着政党政治竞争的加剧及军事政变的频发，
政府的执政效率变得极为低下，而且始终无法实现“权力制衡”与“权力集中”之间的

平衡。 从土耳其的权力结构来看，总统、军队、宪法法庭、共和人民党始终是世俗主

义的坚定力量，也随时有可能采取军事政变、以违宪名义等手段制衡或推翻文官政

府。 因此，这就不难理解正发党在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７ 年第一个任期内面临的艰难阻力

了，而这也恰恰是正发党希望通过推动总统制打破固有的权力格局，以巩固正发党

的执政权力的原因所在。

二、 议会制还是总统制： 土耳其政治体制的大辩论

土耳其关于总统制的讨论并不是埃尔多安时代才出现的，最早可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前后。 １９６９ 年，政治伊斯兰运动———“民族观念运动”领导人纳杰梅丁·埃

尔巴坎（Ｎｅｃｍｅｔｔｉｎ Ｅｒｂａｋａｎ）在民族秩序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Ｐａｒｔｙ）的成立宣言中指出，
“总统应该通过选举上台，行政职能应该相应地与总统制协调，变得更有权力，更加

高效”②。 民族秩序党在 １９７１ 年被取缔，随后成立的民族救赎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在 １９７３ 年的选举纲领中要求实行总统制和总统选举一轮制，“民族救赎党决

心建立一个符合土耳其国家和民族性格的民主制度，因此必须建立总统制。 总统或

·０６·

①
②

土耳其 １９８２ 年宪法第一百零四条关于总统职责之规定。
Ｂｕｒｈａｎｅｔｔｉｎ Ｄｕｒ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ｂｉ Ｍｉş，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４，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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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元首必须与总理或政府首脑合而为一，使行政部门更加强大、更为有效、更为迅

捷。 土耳其民族应该通过一轮选举制选出总统。 如此，国家和人民才能自然地团结

和联合起来，国内和国际的投机空间也才不会存在，不然政权极易被腐蚀。”①

与此同时，极右翼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民族行动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
的建党领袖阿尔帕斯兰·图尔凯斯（Ａｌｐａｒｓｌａｎ Ｔüｒｋｅş）在其著作《九束光》 （Ｎｉｎｅ
Ｌｉｇｈｔｓ）中指出，“一个强大而迅捷的行政机构必须通过一个人总揽行政权力才可以

实现，因此为了遵循土耳其的历史和传统，我们主张实行总统制”。② 在图尔凯斯看

来，将行政权力一分为二存在严重问题，这将削弱行政权威，如果将总统和总理权力

合而为一，那么拥有行政权力的国家元首将会有助于克服土耳其的政治危机。 “如
果总统制得以实行，国家元首就能通过类似于公投的方式由土耳其民众自己选出，
如此人民可以参与到事关个人利益的国家决策之中，民主制度也能得以建立。”③

纳杰梅丁·埃尔巴坎和阿尔帕斯兰·图尔凯斯是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土耳其

政坛崛起的政治家，在政治光谱上都属于右翼，前者是宗教右翼，后者是民族主义右

翼。 两人都见证甚至亲身经历了 １９６０ 年和 １９７１ 年的军事政变，目睹了这一时期土

耳其的政治动荡、经济凋零和外交危机，因此寄希望于建立总统制以使这些危机和

问题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其现实考量。
１９８０ 年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随后进入了为期三年的军政府时期，在此期间，所

有政党遭取缔，深受诟病的 １９８２ 年宪法也得以通过。 １９８３ 年，军政府将权力移交给

文官政府，图尔古特·厄扎尔（Ｔｕｒｇｕｔ Öｚａｌ）领导的祖国党（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赢得大

选，厄扎尔当选总理，并于 １９８７ 年再度赢得大选并连任总理。 根据 １９８２ 年宪法，总
理任期为 ５ 年，最多担任两届。 根据土耳其政党法，任何政党成员担任同一政府职位

不得超过三届。 因此，在凯南·埃夫伦（Ｋｅｎａｎ Ｅｖｒｅｎ）将军 ７ 年总统任职到期后，
１９８９ 年厄扎尔选择离开祖国党并成功当选第八任土耳其总统，祖国党的新党首耶尔

德勒姆·阿克布卢特（Ｙıｌｄıｒıｍ Ａｋｂｕｌｕｔ）则担任总理一职，然而他对于厄扎尔却缺少

敬重，在经济和外交等重大决策上很少征求厄扎尔的意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厄扎

尔在国家政治权力中的边缘化。 再加上此前埃夫伦担任总统时对时任总理的厄扎尔

施政屡有掣肘，为此厄扎尔提出实行总统制的构想，“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世界前五或者

前十之内的国家，我们必须提出新的倡议。 唯一的机会就是实现向总统制的转型”④。

·１６·

①

②
③
④

Ｂｕｒｈａｎｅｔｔｉｎ Ｄｕｒ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ｂｉ Ｍｉş，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４， ２０１６， ｐ． １３．

Ｉｂｉｄ．
土耳其 １９８２ 年宪法第一百零一条关于总统职责之规定。
Ｓｅｒａｐ Ｇｕｒ，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 Ｗｈａｔ Ｉｔ Ｈｏｌ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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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苏莱曼·德米雷尔（Ｓüｌｅｙｍａｎ Ｄｅｍｉｒｅｌ）也遭遇了与厄扎尔一样的困境，一
旦离开自己的政党当选总统后，不仅其原来所属的政党逐渐衰落，而且其总统权力

也屡受制衡。 １９９３ 年厄扎尔去世后，德米雷尔被议会推选为土耳其第九任总统，
坦苏·奇莱尔（Ｔａｎｓｕ Çｉｌｌｅｒ）接替他成为真道党（Ｔｒｕｅ Ｐａｔｈ Ｐａｒｔｙ）的新党首，成为土

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但她对于德米雷尔并不是言听计从，这一时期土

耳其政府更迭日益频繁。 为此，德米雷尔也主张实行总统制，“我在四年的时间内见

证了六届政府的更迭，这其中肯定存在问题。 行政应该独立于立法，而立法和司法

也应该必须制衡行政，而这只有在总统制下才可以实现”①。 在德米雷尔任职末期，
他曾与时任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Ｂüｌｅｎｔ Ｅｃｅｖｉｔ）共同提出对宪法进行修改，希望

总统可以连任，但最终没有获得通过。
随着 ２００２ 年正发党的上台和埃尔多安权力的巩固，关于总统制的讨论在土耳其

国内逐渐高涨起来。 ２００３ 年，埃尔多安刚执政不久便表达了对半总统制和总统制的

支持，但他当时频繁提及的是美国的总统制。 “我支持总统制和半总统制，但是理想

的应该是美国式的总统制。 我们希望解决官僚体制中的寡头统治，基于此我希望变

为总统制。”②２００５ 年，埃尔多安表示进行总统制的讨论对土耳其有益，但现在还不

是国家的首要议程，进行制度变革的时机尚不成熟。 直到 ２０１０ 年新一轮修宪公投

时，总统制才开始成为土耳其政治的热门话题，此时的埃尔多安也改变措辞，开始频

繁提及土耳其式的总统制，“美国总统不能任命大使，甚至无法决定一架直升机的销

售……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创立土耳其式总统制的原因”③。 由此看来，埃尔多安希望

建立的总统制并不需要美国式的两院议会进行制衡，只需要一个议会即可。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众多土耳其政治家希望将政治体制从议会制改为总统

制，除受到凯末尔时期的先例影响之外，还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议会制下的土耳其多为多党联合政府，执政效率低下。 自 １９６１ 年至 ２００１

年，土耳其在短短四十年间经历了 ２０ 届联合政府。 第一届是 １９６１ 年的共和人民党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ｒｔｙ）与正义党（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ａｒｔｙ）联合政府，因政治分歧严重仅维持

了 ７ 个月。 最长的一届是 １９９９ 年的民主左翼党（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Ｌｅｆｔ Ｐａｒｔｙ）、祖国党和民

族行动党联合政府，执政三年半，但同样危机重重。 在总统制的支持者看来，联合政

府时期都是混乱、危机和不稳定时期；而在一党执政时期，土耳其则在政治上比较稳

定，经济上发展迅速。 如凯末尔执政时期土耳其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 ４．８％，民主党

时期为 ６．９％，正义党时期为 ６．７％，埃尔多安执政第一任期则达到 ７％。 虽然受到

·２６·

①
②
③

Ｓｅｒａｐ Ｇｕｒ，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 Ｗｈａｔ Ｉｔ Ｈｏｌ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ｐ． ３８．
Ｉｂｉｄ．， ｐ． ３９．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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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土耳其经济出现下滑，但很快就实现了大幅反弹，２０１０
年增长率甚至一度高达 ９．２％。①

第二，总统和总理的“二元领导”体制极易导致执政矛盾、政局不稳的局面。 土

耳其的总统一直以来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虚位总统，而是拥有制衡内阁的权力。 回

溯以往，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厄扎尔总统和德米雷尔总理在出席 １９９２ 年的黑海经

济合作峰会问题上出现争执。② 再往前追溯，即便是“战友加同志”的凯末尔总统和

伊诺努（ Ｉｓｍｅｔ Ｉｎｏｎü）总理之间也存在摩擦。 １９３７ 年，即在凯末尔去世的前一年，伊
诺努辞去总理一职，凸显出两人在执政理念上的重大分歧。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土耳

其总统内杰代特·塞泽尔（Ａｈｍｅｄ Ｎｅｃｄｅｔ Ｓｅｚｅｒ）和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Ｂüｌｅｎｔ
Ｅｃｅｖｉ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的分歧引发的政治危机加剧了经济危机的程度，这
也为之后正发党的上台带来了机遇。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位领导人同属左翼政治立

场，但即便如此仍然无法避免“二元领导”体制带来的权力之争，更不用说 ２００２ 年正发

党上台后分属不同阵营的总统塞泽尔和总理埃尔多安之间展开的更为激烈的交锋了。
第三，议会制下军队和文官政府的关系一直难以理顺。 土耳其军队一直是世俗

主义的坚定捍卫者，每当土耳其陷入政治混乱、经济崩溃、社会动荡、联合政府无能

为力之时，民众总是寄希望于军方进行干预，重新将土耳其引领至正确的道路上。
然而，频繁的军队干政既极大地损害了军队的形象，也给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蒙上

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使之成为加入欧盟的拦路虎。③ 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的军事政

变与新宪法的制定也有着密切关系，１９６０ 年政变后颁布了 １９６１ 年宪法，１９８０ 年政变

之后颁布了 １９８２ 年宪法，而 ２０１７ 年的修宪公投也与 ２０１６ 年爆发的未遂军事政变息

息相关。④ 军队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始终高悬在文官政府的头上，使土耳

其军政关系长期充满脆弱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土耳其实行总统制也有一劳永逸地

解决军队干政问题的目的。

三、 从议会制到总统制： 正发党的政治改革之路

２０１６ 年未遂军事政变爆发后，正发党及埃尔多安的权力得到极大加强，正发党

·３６·

①

②
③

④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Ｔ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Ｎｏ． 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 ｐ． ８．

Ｉｂｉｄ．， ｐ． １０．
Ｇｅｏｒｇｅ Ｓ． Ｈａｒｒｉ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２， Ｎｏ． ３，

２０１１， ｐｐ． ２０３－２１３。 关于 ２０１６ 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土耳其文官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参见 Ｍｅｔｉｎ Ｇｕｒｃａｎ ａｎｄ Ｍｅｇａｎ
Ｇｉｓｃｌ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ｔｏ Ｆｕｌｌ⁃Ｆｌｅｄｇｅｄ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ｉｖｉ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Ｊｕｌｙ １５， ＩＰＣ⁃Ｍｅｒｃａｔ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

Ｅｒｇｕｎ Öｚｂｕｄｕｎ，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Ｖｏｌ． １４， Ｎｏ． １， ２０１２，
ｐｐ． ３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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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认为推行总统制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总统制改革议案。 在

民族行动党的支持下，正发党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包含 ２１ 项条款的宪法修正案

（最终通过了 １８ 项），希望通过修宪达到扩大总统权力的目的。 这是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以来第一份有实质内容的总统制修正案，也是土耳其历史上修改幅度最大、涵盖

范围最广、文官政府首次独立提出的宪法修正案，对土耳其的国家政体和国家权力

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①

第一，这是土耳其历史上修改幅度最大的宪法修正案。 此前土耳其已在 １９６１
年、１９８２ 年、１９８７ 年、１９８８ 年、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先后进行过六次修宪公投，除 １９６１
年和 １９８２ 年是军事政变后围绕新宪法进行公投外，其余四次公投均是对宪法的小规

模修补，例如 １９８７ 年是就政党领导人回归政坛进行公投，１９８８ 年是就提前一年举行

地方选举进行公投，２００７ 年是就总统直选进行公投，２０１０ 年是就以欧盟为标准的宪

法修正案进行公投。② 在这六次公投中，除 １９８８ 年公投失败外，其余五次均获得了

顺利通过。
第二，这是土耳其历史上涵盖范围最广的宪法修正案。 最终获得通过的 １８ 条宪

法修正案全面覆盖了行政、立法、司法和总统权力等国家基本制度的各个方面。 首

先，在行政权方面，由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将使总统集内阁与总理的权力于一身，而且

总统可以拥有党派归属。 其次，在立法权方面，议员数量从 ５５０ 名增加到 ６００ 名，议
员候选人年龄从 ２５ 岁放宽至 １８ 岁，议会将集中于立法事务，同时规定今后议会选举

和总统选举同时举行。 最后，在司法权方面，取缔军事法庭并将其职能并入普通法

庭，改革宪法法庭大法官人数及任命办法，改革最高法官和检察官委员会人数及任

命办法。③

第三，这是土耳其历史上首次由更为独立的文官政府提出的宪法修正案。 为何

要特别指出“独立”，是由于以往的宪法修正案都是由作为监国者的军方或者军方所

支持的文官政府提出的，军方及其支持者对于宪法修正案的内容具有极强的塑造

力，而 ２０１７ 年宪法修正案是由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共同提出的，此时正发党政府在

经过了 ２０１６ 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已经将军队基本驯服。④ 因此，这可被视为文官政府

的重大胜利，会对理顺军队和文官政府的关系带来实质性影响。
不过，此次 １８ 条宪法修正案除上述“变化”之外，还有“不变”的一面，即土耳其

·４６·

①

②

③
④

Ａｔｉｌｌａ Ｙａｙｌａ， “Ｗ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Ａｐｒｉｌ １６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Ｂ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ｐｒｉｌ １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ｎｅｗｔｕｒｋｅｙ．ｏｒｇ ／ ｗｈａｔ⁃ｗｉｌｌ⁃ｔｈｅ⁃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ｏｆ⁃ｔｕｒｋｅｙｓ⁃ａｐｒｉｌ－１６⁃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ｂｅ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 日。

Ｈａｔｅｍ Ｅｔｅ， Ｎｕｈ Ｙıｌｍａｚ ａｎｄ Ｋａｄｉｒ Üｓｔüｎ，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ｏｆ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２０１１，” ＳＥＴ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ｅｂｕｒａｒｙ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２０１７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Ｄａｉｌｙ Ｓａｂａ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
Ａｔｉｌｌａ Ｙａｙｌａ， “Ｗ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Ａｐｒｉｌ １６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Ｂ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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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俗主义国家性质并没有改变，这也是民族行动党选择支持正发党的重要基础。
具体来说，１９８２ 年宪法①第一条的“共和国”，第二条的“民主”、“非宗教”，第四条规

定中对以上三条的“不得修改”等内容，已经对土耳其的政体进行了硬性规定，即“议

会共和制”或“一院制代议制民主制”不能改变。 ２０１７ 年的修宪公投条款内容改动

也不涉及上述三条，但在第八条中删掉了“和内阁”三个字，而正是这一改动使得以

往具有象征地位的总统拥有了所有行政权。② 这可以从最近两届内阁成员的组成上

一窥土耳其政治权力的变迁。 土耳其第 ６５ 届内阁（２０１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成
员由 １ 名总理和 ２６ 名部长组成，总理负责组阁，并向议会负责；第 ６６ 届内阁（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今）成员由 １ 名总统、１ 名副总统和 １６ 名部长组成，辅助总统施政的还包括

９ 个相关委员会、４ 个相关办公室和 ８ 个相关机构，总统负责组阁，向人民直接负责，

所有行政力量向总统负责。③ 关于议会的职责，２０１７ 年修宪公投条款中删除了议会

有权“审查部长理事会及各部部长、授权部长理事会、在某些事项上签署有法律效力

的命令”等内容，使得议会的权力被大幅削减。

正发党政府之所以能够实现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政治体制转型，与 ２００７ 年的修

宪公投、２０１４ 年的总统直选和 ２０１６ 年的未遂军事政变有密切的关系。④

第一，２００７ 年修宪公投使得土耳其总统直选成为可能。 ２００７ 年土耳其在经历了

议会前两轮投票的失利、军队的网络政变（Ｅ⁃ｃｏｕｐ）、阿卜杜拉·居尔（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Ｇüｌ）

放弃总统候选人资格、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再度提名居尔为总统候选人的多轮博弈

之后，才最终选出了总统。⑤ 在此过程中，土耳其民众深切感受到总统选举的艰难，
及其对土耳其政治稳定的严峻挑战，因此对 ２００７ 年的总统直选修宪公投表示支持，

其中还规定总统的任期将由 ７ 年变为 ５ 年，并可以连任。
第二，２０１４ 年的首次总统直选使得土耳其事实上进入了半总统制。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０ 日，埃尔多安以 ５１．８％的得票率赢得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 随后，原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土耳其 １９８２ 年宪法中关于土耳其政体和国体的相关条款主要体现在：（第一条）土耳其为共和国。
（第二条）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非宗教的、社会的法治国家。 （第四条）本宪法第一条关于国体为共和

国的规定，第二条关于共和国的特征的规定以及第三条的规定均不得修改，也不得动议修改。 （第七条）立法权

属于代表土耳其全体国民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 此项权力不得委托。 （第八条）行政权及其职能由共和国总统

和内阁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 （第九条）司法权由独立法院以土耳其人民的名义行使。
关于 ２０１７ 年修宪条款与 １９８２ 年宪法的详细对比，参见 “Ｕ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Ｖｅｎｉｃ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ｏ． ８７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 ２０１７．
Ｍｅｈｍｅｔ Ｚａｈｉｄ Ｓｏｂａｃı， Ｎｅｂｉ Ｍｉş ａｎｄ Öｚｅｒ Ｋöｓｅｏｇｌｕ， “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Ｔ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 ４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
Ｓ． Ｅｒｄｅｍ Ａｙｔａç， Ａｌｉ Çａｒｋｏɡ̆ｌｕ ａｎｄ Ｋｅｒｅｍ Ｙıｌｄıｒıｍ， “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ｉｄｅ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ａ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ｏｕ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２０．
Ｚｅｙｎｏ Ｂａｒａｎ， Ｔｏ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ｕｒｋｅ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Ｈｏｏｖ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ｐ． ６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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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长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Ａｈｍｅｔ Ｄａｖｕｔｏɡ̆ｌｕ）接替埃尔多安担任正发党主席

和土耳其总理，而埃尔多安曾经的亲密战友居尔则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不过，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达武特奥卢突然宣布辞职，正发党主席及总理职位交由比纳利·耶尔德

勒姆（Ｂｉｎａｌｉ Ｙｉｌｄｉｒｉｍ）接任。 这反映出总统直选引发的新问题，即如何理顺经过直选

上台的总统与经过议会选举的总理之间的权力分配。 事实上，由于达武特奥卢、耶
尔德勒姆与埃尔多安均属于同一阵营，来自同一政党，且正发党掌控议会，因此议会

无法对埃尔多安进行有效的权力制约，使得埃尔多安成为事实上的实权总统和国家

所有事务的最终决策者，而这些新变化未能在之前的宪法中得到明确体现。
第三，２０１６ 年爆发的未遂军事政变进一步催生了土耳其民众对政治强人的需

求。① ２０１６ 年的未遂军事政变将土耳其国家治理架构的脆弱性暴露在世人面前。 政

变之后，土耳其连续实行紧急状态，将打击“居伦运动”上升为内政外交的首要事务，
并对军队、警察、司法、教育等机构进行整肃，各大政党更是不断肃清本党内部的“居
伦运动”分子，与“居伦运动”过从密切的民众也要设法洗清嫌疑，由此造成土耳其国

内人人自危和社会严重撕裂的局面。 与此同时，未遂政变后土耳其国内暴恐事件频

发、周边国家库尔德人力量崛起、俄罗斯大使在土遇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使
得土耳其国内安全局势趋向恶化。 在此背景下，一贯我行我素、敢言敢为、具有雄心

抱负的埃尔多安成为民众寻求稳定的希望所在，这成为总统制修宪公投得以成功的

重要背景因素。

四、 机遇与挑战： 土耳其总统制的未来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埃尔多安在提前一年半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取得胜利，成为土

耳其总统制开启之后的首位总统。 尽管存在各种争议，但土耳其从议会制到总统制

的转变是通过民主选举方式做出的政治选择，经过了人民的背书，具有合法性。 总

统制的开启夯实了埃尔多安的权力，也为正发党推动土耳其深入变革、打造“新土耳

其”提供了机遇，在此过程中其内政外交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埃尔多安希望打造一

支更本土化、更少受制于美国、更忠诚于他的新精英队伍，以便实施更独立于美国和

欧洲的内外政策。”②

从内政方面来看，第一，在个人层面，埃尔多安的权力将继续得到加强。 实际

上，埃尔多安在此之前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强大，他的执政地位在 ２０１３ 年夏季发

·６６·

①

②

关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土耳其爆发的未遂军事政变，参见 Ｍｕｈｉｔｔｉｎ Ａｔａｍａｎ， “ Ｊｕｌｙ １５ Ｃｏｕｐ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ＳＥＴ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Ｎｏ． ２３， ２０１７； “ Ｊｕｌｙ １５： Ｇüｌｅｎｉｓｔ Ｃｏｕｐ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Ｄａｉｌｙ Ｓａｂａｈ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郭长刚：《土耳其修宪公投背后的政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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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加齐公园事件中出现过松动，随后其强人形象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的腐败案丑

闻中面临崩塌，２０１５ 年两次议会选举让埃尔多安心惊不已①，２０１６ 年的“七·一五”
未遂军事政变更是让埃尔多安陷入生命危在旦夕的境地。 第二，在正发党层面，埃
尔多安逐渐回归正发党，并对正发党进行内部整顿，提升了对政党的控制力。② 第

三，在政党政治层面，土耳其政党间的竞争仍然会在议会中继续上演，但主要大党均

面临内部危机和外部重组的严峻形势。 第四，在国内秩序层面，短期内土耳其内部

分裂明显加剧，但从长期看终将趋于稳定。 此次总统选举意味着总统制的讨论尘埃

落定，正发党将集中精力进一步打击“居伦运动”势力，并努力推动土耳其的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
从外交方面来看，第一，土耳其的战略目标将会更加清晰。 在议会制下，由于政

府更迭频繁，土耳其的外交事务往往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和目标定位，而在总统制

下，总统将有机会连续执政 １０ 年，这为制定和执行连贯、清晰、明确的外交政策奠定

了基础。③ 第二，土耳其的外交决策将会更有效率。 实行总统制之后，土耳其的外交

决策权将收归总统及其内阁团队，原来的总统和总理“二元”外交决策机制将不复存

在。 同时，科研院所、智库和媒体的作用将会进一步凸显。 第三，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将会更加独立。 在总统制下，虽然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仍将继续受到欧美等西方大国

的掣肘，但这反而会进一步提升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向东看”的步伐。
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转变是土耳其自主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在为土耳其内政

和外交变革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意味着其变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仍将面临多方

面的重要挑战。
第一，西方将会继续以民主和独裁的二分法评判埃尔多安，从外部对其施加压

力。 正发党是以改革者的形象登上土耳其政治舞台的，其改革的对象是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世俗主义精英，目标是为贫穷、保守、被忽视和缺

失发展机会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广大民众带来福祉，这也正是正发党能够一直获得较

高民意支持，从而持续赢得选举的根本原因所在，而这与西方媒体一贯塑造的埃尔

多安的“独裁者”形象相去甚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权力的加固也可能逐步诱使正

·７６·

①

②

③

关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土耳其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参见“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２０１５ Ｇｒ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１５；关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第二次议

会选举，参见“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 Ｇｒ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１５。

根据土耳其 １９８２ 年宪法，总统不得有任何政党隶属，这也是众多政党的创立者一旦离开政党并当选

总统之后就很难再控制政党、政党影响力迅速走弱的重要原因。 根据 ２０１７ 年宪法修正案，土耳其总统可以有政

党隶属关系。
Ａｌｉ Ｙａｓｉｎ Ｓｅｒｄａｒ，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ａｉｌｙ Ｓａｂａｈ， Ａｐｒｉｌ １５，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ａｉｌｙｓａｂａｈ． ｃｏｍ ／ ｏｐ⁃ｅｄ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５ ／ ｔｕｒｋｉｓｈ⁃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ｎｅｗ⁃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 日。



土耳其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发党染上土耳其政治文化的旧疾———威权、等级与暴力，而这却是正发党建党之初

所竭力破除的东西。
第二，总统制下的土耳其这艘巨轮将会驶向何方？ 是继续坚持世俗化，还是向

伊斯兰道路前行，抑或维持宗教与世俗的平衡？ 建国初期的世俗化改革给土耳其带

来了重生，但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最大的问题在于，世俗秩序是处于“中心”的
世俗精英以一种强制、威权、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的，而处于“边缘”的保守民众的宗

教情感和经济需求往往受到忽视和压制。 但是经过十余年的连续执政，埃尔多安和

正发党在成功遏制世俗主义力量的同时，并未有效地将国家导向更为健康的发展方

向，仍然陷入“多元而无共识”的政党政治之中，其暂时所维持的宗教和世俗的脆弱

平衡也极易被打破。
第三，土耳其总统制的制度设计仍然存在瑕疵，容易出现“双重合法性”的冲

突。① 以 ２０１８ 年总统和议会“二合一”选举为例，此次选举结果并不能表明埃尔多安

赢得全胜，虽然其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但在议会选举中是与民族行动党结盟的情况

下才取得胜利的，这意味着正发党今后在立法问题上必须寻求民族行动党的支持。
鉴于土耳其国内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化特征明显，各主要政党多以意识形态为纲领

行事，如民族行动党与人民民主党分别持有激进土耳其民族主义和库尔德民族主

义，幸福党持有伊斯兰主义，爱国党持有左翼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因此一旦当选总

统与议会最大政党隶属于不同党派，政府停摆仍是大概率事件。 换言之，即便从议

会制转为总统制，土耳其根深蒂固的国家治理难题仍有可能无解。
正发党在执政的十余年间发动了一场“寂静的革命”，但其政治实践表明该党仍

然难以摆脱土耳其政治的痼疾。 除正发党之外，土耳其的老牌政党、最大的反对党

共和人民党对于土耳其的政治生态也未发挥出应有的建设性作用，该党仍未能从

革命性政党转变为强有力的现代政党，也未能从威权主义传统和强调族裔的意识

形态中解脱出来。 不过，在 ２０１８ 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穆哈

莱姆·因杰（Ｍｕｈａｒｒｅｍ Ｉｎｃｅ）表现非常突出，这也为正发党的下次总统选举敲响了

警钟。

五、 余　 论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举行的土耳其总统和议会“二合一”选举，不仅意味着总理一

·８６·

① 所谓“双重合法性”，是指总统系民选产生，具有最高的合法性，总统认为自己代表国家和人民；议会

也是民选产生，议会同样认为自己具有最高的合法性。 如果总统与议会在政治上较为一致，就不容易产生冲

突，如果不一致就往往意味着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冲突甚至政治对抗。 参见包刚升：《民主的逻辑》，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０６－２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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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将从土耳其政治舞台上消失，而且对整个土耳其近现代史而言也具有深远的意

义。 首先，此次选举之后，土耳其结束了已实行百年的议会制，开启了总统制这一崭

新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土耳其“百年未有之变局”。 其次，再度当选总统的埃尔多

安将执政到 ２０２３ 年，这意味着届时他将连续执政 ２０ 年，从而一举超越凯末尔连续执

政 １５ 年的记录，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百年以来唯一比肩国父的领导人。 最后，此次

当选的总统拥有以往历届总统未曾有过的巨大权力，可以继续担任政党领袖，可
以任免内阁成员，而且随着总理一职的废除，总统和总理相互制衡的局面也已成

为过去。
与 ２００７ 年土耳其的总统选举危机和 ２０１４ 年的总统直选相比，此次总统选举标

志着土耳其真正进入了历史转折点，对于埃尔多安、正发党及其支持者来说，此次选

举后开启的全新政治体制将为“２０２３ 愿景”的实现奠定重要基础。 虽然总统制已经

正式开启，埃尔多安已然大权在握，但这一全新的政治体制如何在政治实践中真正

落地，提高土耳其的执政效率，确保政局稳定，弥合社会分裂，以及推动“２０２３ 愿景”
和“土耳其梦”的实现，换言之即如何发挥制度优势并赢得社会和民众的认同与支

持，仍面临着众多考验与挑战。
根据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的逻辑，世界各国之间最重

要的差别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并

不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相应或同步的进展；经济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较

大的新兴国家，反倒在政治上更加动荡不安，暴力频繁，政变迭起，险象环生。① 那么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土耳其通过选举方式实现了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政治体制转型，
其实是自主地选择了自身的政治发展道路，这为土耳其通过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实现

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世界尤其是中东地区的转型国家效仿“新土

耳其模式”提供了机遇。 当然在此过程中土耳其仍将面临众多挑战与不确定性，“新
土耳其”的建构注定不会是一片坦途。

（责任编辑： 邹志强　 　 责任校对：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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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塞缪尔·Ｐ．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版，第 ＩＩＩ 页。


